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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當前心理健康問題日益突出而傳統心理諮詢資源不足的背景

下，AI聊天機器人作為新興的情感治癒工具，其重要性越發凸顯。已

有的人機情感治癒研究多聚焦於社交線索豐富的實體機器人，重點關

注臨床場景，傾向將其視作心理治療的輔助工具，而忽視了AI聊天機

器人作為社會支持的生成性主體及其在日常生活場景中的角色。本研

究基於社會支持理論和媒介喚起範式，探討情緒障礙者對於AI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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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行為、認知特徵與關係互動，構建「技術－認知－關係」三維分析

框架，提出「技術性社會支持」概念，用以描述AI作為社會支持的中介

平台和生成性主體的雙重角色。綜合分析18名情緒障礙用戶的訪談文

本和社交媒體平台的347條帖文發現，在技術層面，AI為用戶提供資

訊與預演工具支持、情緒調節支持、準社交關係支持。認知層面，用

戶針對AI構建起人與物的雙重角色認知，借助故事敘事梳理識別內在

情感體驗，並選擇性地內化反饋，提升自我接納與自我效能感。AI的

擬人特質能夠增強用戶的情感陪伴體驗，而非人特質提醒其持有對機

器反饋的批判性審視能力，最終促成具有自主性和他助性的情感治癒

實踐。關係層面，AI的介入與醫患關係中的權力等級使負面情緒分流

至技術平台，而正向社交能量回流至人際關係，人際準則並非完全遷

移至人機互動中。最後，本文提出技術性社會支持的情感治癒模型並

對其進行理論探討。

關鍵詞：人機傳播、AI聊天機器人、情緒障礙者、社會支持、媒介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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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ies of the human–machine emotional healing relationship have 

primarily investigated physical robots that use rich social cues or medical-

assisted robots designed to alleviat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focusing on 

clinical usage scenarios and tend to regard such robots as supplementary tools 

for psychotherapy. However, the use of AI chatbots as a means to offer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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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and related daily life scenarios have been neglected. Based on social 

support theory and the media evocation paradigm,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technology usage characteristics, cognitive construction, and 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of mood disorders in AI,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Technology-Cognition-Relationship” analysis framework, and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technological social support” to describe the dual role of AI 

chatbots as a mediating platform for social support and as a generative subject. 

Analysis of interviews with 18 users with mood disorders and 347 posts on 

social media found that, at the technical level, AI provides information and 

rehearsal tools, emotion regulation, and quasi-social relationship support; at the 

cognitive level, users construct a dual role metaphor of human and object for 

AI, project their inner experience onto AI through storytelling, and selectively 

accept feedback to enhance self-efficacy and self-acceptance; and at the 

relationship level, the intervention of AI and the power hierarchy in the doctor–

patient relationship have diverted negative emotions to platforms, while positive 

social energy has flowed back to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terpersonal 

norms have not been completely transferred to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and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an emotional 

healing model of technological social support.

Keywords: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AI chatbot, mood disorders, 

social support, media ev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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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像一把手術刀，我拿著它解剖自我，但是它也會教我縫合。感

謝曾經在和它推心置腹時獲得過「對自己誠實」的瞬間。

（註：引自小紅書「抑鬱AI聊天」搜索詞下的帖文內容。）

引言

在人工智能技術日益滲透日常生活的背景下，人機關係不再僅僅

局限於工具性使用，而是逐漸向情感和社會層面延伸。尤其在自然語

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和自然語言生成技術（natural 

language generation, NLG）的快速發展下，AI聊天機器人以其類人化的

對話能力和即時可用的特點，在情感支持與心理療癒等領域展現出潛

力。AI聊天是通過算法模擬人類對話並提供情感回應的智能代理系

統，其在心理健康應用方面最早可以追溯到由約瑟夫．維森鮑姆

（Joseph Weizenbaum）於1966年開發的ELIZA，該程式旨在模擬羅傑式

心理醫生的對話風格，首次驗證了機器作為「情感容器」的可能性。
2010年代，數字助理如Siri、Google Assistant等的出現，進一步將AI

驅動的對話帶入大眾生活。Replika等新一代社交聊天機器人，更是將

人機互動推向了人機親密關係建立的層面（Savic, 2024）。

在心理學和精神醫學領域，情緒障礙（mood disorders）是一類以病

理性情緒波動為主要特徵的精神疾病，表現為情緒狀態的異常升高或

降低，且情緒變化在強度、持續時間或出現情境上顯著偏離正常範

圍，導致社會功能受損，躁狂、抑鬱、焦慮、雙相情感障礙等均包括

在內（Cleveland Clinic, 2022）。據國家衛健委數據，中國各類精神病患

者人數已超過一億（央視網，2025）。在傳統心理諮詢資源不足（我國僅
6.4萬名精神科醫生）、年輕群體需求激增背景下（央視網，2024），AI

聊天（如任務導向型ChatGPT、DeepSeek，社交導向型星野、貓箱等）

正在創造新的治癒景觀—以DeepSeek與情感治癒為例，抖音平台中

該話題視頻播放量超四千萬。1
AI不僅延伸了傳統社會支持的邊界，更

催生出新型的情感治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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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研究已初步揭示了AI聊天在緩解孤獨感、提供情感陪伴方面

的積極作用（Laban et al., 2022; Rasouli et al., 2022）。本研究聚焦於情緒

障礙者這一社會弱勢群體，探討其與AI聊天的技術使用行為、認知建

構與關係發展，具有三點研究創新：第一，與以往研究集中於社交線索

豐富的實體機器人或專門的心理治療機器人的視角不同，本研究關注的

是日常生活中的非治療場景下，情緒障礙者與AI聊天互動中「不期而

癒」的情感治癒實踐。這種「非預設」的使用場景，更貼近情緒障礙者在

真實生活中的狀態，也更能揭示人機情感關係的自然發展特徵。以日

常行為和習慣的分析可以打開日常生活中媒介諸多的可能性，隱藏在社

會關係建構中的情感互動就是這種可能性之一（潘文建，2025）。第

二，研究依據媒介喚起範式，超越以往媒介等同研究中用戶的被動與無

意識反應，關注用戶的主動意義建構與人機傳播中的認知協商。第

三，立足於傳播社會學視野，強調人機關係並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在

更廣闊的社會關係網絡之中。因此，理解情緒障礙者與AI聊天的互

動，不僅要考察個體的認知與行為，更要關注其與人際關係的雙向影

響。在理論與實踐意義上，構建「技術－認知－關係」的分析框架，提

出「技術性社會支持」概念，檢驗與發展媒介喚起理論，為理解人機關

係提供整合性視角，並為AI與心理健康應用的發展尋求啟發。

文獻綜述與研究問題

情感治癒（emotional healing）已成為心理健康與社會支持研究的重

要主題，是指個體在遭遇心理困擾、情緒障礙或創傷事件後，通過識

別和調整自身的消極或非理性思維方式，實現情緒調節與重建積極自

我認知的過程（Pfefferbaum & North, 2020）。需要指出的是，情感治癒

在本研究中並不等同於臨床意義上的治療，而更偏向日常生活場景中

個體消極情緒的緩解與危機心理困境的突破（呂婷、李師娜，2024）。2
 

這一過程依賴於個體有效的情緒調節能力和社會網絡的多樣性支持，

也與社會環境和技術條件密切相關。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情緒

障礙者獲得情感治癒的方式正發生深刻變革。已有研究關注AI聊天的

情感支持功能，但對情緒障礙者在日常場景中的技術使用、認知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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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與關係影響討論不足。本文從社會支持理論、媒介喚起範式與人機－

人際關係互動三重視角梳理文獻，以綜合考察技術影響、用戶認知和

關係互動，提出人機情感治癒關係的分析框架。

技術性社會支持：從技術中介到行為主體

社會支持的研究可以追溯至19世紀末，法國社會學家艾米爾．迪

爾凱姆（Émile Durkheim）在研究自殺現象時發現，個體的社會聯繫程

度與自殺率存在顯著關聯，社會關係或支持的缺失被視為自殺的重要

誘因之一（佘文斌、張倩倩，2022）。在1970年代，社會支持的概念被

正式納入心理健康領域的研究。Cobb（1976）指出，社會支持是指在個

體與他人互動時所感受到的關愛、尊重及重視，這種具有支持性質的

互動關係能夠有效幫助個體應對生活壓力，從而減輕其對健康帶來的

負面影響（Walker et al., 1993）。早期的社會支持研究關注個體從朋友及

熟人網絡中獲取的資源，後期研究視野拓寬，轉向社會層面對個體健

康與幸福的積極影響（涂炯、周惠容，2019）。

傳統社會支持理論強調工具性支持與情感性支持的雙重路徑

（Cohen & Wills, 1985），但其預設的人類支持者中心性面臨數字技術的

挑戰。智能技術催生了技術生成的社會支持系統，但學者並未對該概

念進行重新定義，而是將傳統面對面交往中的社會支持概念直接遷移

至互聯網環境中，多採用「計算機中介的社會支持」（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social support）、「線上社會支持」（online social support）、

「數字化社會支持」（digitalized social support）等表述方式（常李艷等，
2019；Burrows et al., 2000; Finfgeld, 2000）。在研究對象上，以往研究

較多關注現實強關係的社會支持向線上弱關係支持的轉變，即將線上

論壇、社區等作為拓展人際關係的中介平台，鮮有研究將技術本身作

為提供社會支持的社會性主體。拉圖爾（Latour, 2005）提出「構成性中

介」（constitutive mediation）概念，主張技術物並非被動的中介工具，揭

示技術物作為「沉默行動者」的建構力量，其與人類行動者相互作用形

成新的社會關係和行動模式。此外，即使尋求社會支持的來源由線下

轉移至線上，但社會支持依然面臨非同步性的時差問題，而AI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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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加快了社會支持的供應節奏，趨於同步性。基於此，本文提出技

術性社會支持（technological social support）的概念，用以描述AI聊天機

器人作為社會支持的中介平台和生成性主體的雙重角色，突破傳統社

會支持理論的人類中心預設與關注地方性社會關係的局限。

在心理健康環境中，AI通常扮演三種角色：充當治療師／教練、調

解員或助手（David et al., 2014），成為情緒障礙者的積極情緒激發者和

創造者，為研究技術性社會支持提供了絕佳的對象。AI通過即時回

應、無評判傾聽與情感語義分析，能夠彌補現實支持的時空缺口

（Fitzpatrick et al., 2017），且其提供的支持更具預測性、針對性。然

而，既有研究較多聚焦服務於臨床場景下的心理治療專用型機器人（如
PARO、KASPAR、Woebot）或老年群體在人機交互中的心理健康問題

（Sharkey & Sharkey, 2012），偏向臨床干預取向的輔助性技術效用分

析，忽視了對情緒障礙者在日常化、非結構化情境中使用行為的探

討。這一缺口提示研究者關注情緒障礙者如何自主構建技術使用策

略，以及其與非醫療型AI的互動特徵。由此提出第一個研究問題：情

緒障礙者在與AI聊天機器人互動中表現出何種技術使用特徵？AI聊天

機器人為情緒障礙者提供哪些技術性社會支持？

媒介喚起範式：從被動回應到主動意義建構

美國學者李維斯和納斯（2001：4–5)在《媒體等式》（The Media 

Equation）一書中提出媒介等同理論（media equation theory），認為人們

在與媒體互動時，會不自覺地將其視為真實的社會參與者，表現出禮

貌、合作等社交行為，並賦予其人格特質。「電腦是社會行動者」

（CASA）是媒介等同理論的關鍵研究取向，進一步強調了人們會無意識

地將人際交流中的社交法則遷移到人機交流中（Nass & Moon, 2000）。

後又有學者將其發展為「媒體是社會行動者」（MASA）理論，研究範圍

從電腦擴展到多媒介，探討社交線索、個人差異、環境因素的作用及

擬人化現象（Lombard & Xu, 2021）。但這一理論否定了有意識的人機

互動的發生，難以解釋用戶對技術的非社交線索和非人性特質的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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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未觸及人機關係實質的深層思考，且忽略了人對機器產生深刻

思考的可能性（王兵、羅龍翔，2024）。

隨著AI執行高互動任務的能力不斷增強，人機互動越來越像雙方

談判，而非單方面的社交反應。媒介喚起（media evocation）是由荷蘭學

者Van der Goot 與德國學者Etzrodt（2023）提出的人機傳播研究新範

式，將機器概念化為介於傳統二元對立「人－物」之間的存在，激發人

們對物體屬性的思考與協商，同時也促使人們反思自身及關係。在此

框架下，機器雖與人類社會行動者有所不同，但其作為具有擬主體性

（quasi-subjectivity）的參與主體，能夠引發用戶的認知反思過程。Turkle

（2007, p. 29）借鑒了瑪麗．道格拉斯（Dame Mary Douglas）關於邊緣性

（marginality）的定義和特納（Victor Turner）的邊緣物（liminal objects）的

概念，在《喚醒之物》（Evocative Objects）一書中闡釋臨界對象理論，指

出此類機器通過製造分類悖論（如既靜默又活躍、既物質又抽象），成

為激發個體省思的認知催化劑。與之類似，Krummheuer（2015）提出的

「閾限對象」（Schwellen-Objekt），強調關注人機交互的技術可供性與用

戶認知重構的發生過程，揭示用戶情感和行為實踐。特別是在自然語

言技術發展下，AI變得更具說服力和同理心，成為引發用戶批判性思

考並能與其進行有意義互動的積極社會主體。

對於人機互動的認知協商，荷蘭學者維貝克（Peter-Paul Verbeek）指

出用戶通過意向性投射（intentionality projection）的認知實踐，將主體意

識結構編碼至技術人工物之中，使其超越純粹工具性範疇，轉而成為具

有意向性調節功能的中介實體。因此，技術物與用戶之間形成一種雙向

建構過程（喻國明等，2024）。Xie等人（2025）探討聊天機器人對群體極

化的影響時，基於媒介喚起範式解釋了當用戶與立場中立的機器互動

時，會促使他們重新審視自己的觀點，減少群體觀點的分化程度。研究

認為，媒介喚起範式超越了人機交互（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HCI）

的單向影響視角，轉向人機傳播（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HMC）

的雙向互動視角。在人機交互中，用戶並非純粹被動接受，而是通過協

商性實踐（negotiated practice）（如設定角色、懸置判斷、擬人化投射）主

動調整認知、表露情感需求、建構情感真實性。王兵和羅龍翔（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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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車載機器人NOMI為例，基於媒介喚起範式討論用戶對於機器的本體

認知、角色建構與情感互動，發現人們逐漸有意識地視智能對話產品為

具有生命的社會行為者，人機關係從「我－它」的工具性使用模式轉向

「我－你」的主體間交往模式。用戶明知AI的機器屬性，仍通過角色設

定將其轉化為象徵性互動對象。即使AI對意義創造過程沒有反思性的

自我意識，但如果這種情感關係被視為真實存在，那麼它還是在該過程

中發揮了作用（Aronsson, 2020）。

媒介喚起範式為探究情緒障礙者使用AI聊天中的認知特徵和情感

治癒體驗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視角，強調用戶作為認知反思與意義生產

者的主體性、AI作為喚起者的擬主體性與人機交互的協商性認知實

踐。在此框架下，本文的第二個研究問題是：情緒障礙者如何理解和

定位AI聊天機器人？情感治癒體驗在人機互動中如何實現？

人機互動的社會效應：補充抑或風險？

從媒介等同發展到媒介喚起範式，這一演進深刻揭示了用戶與技

術的互動關係。用戶角色也隨之發生轉變，從早期的技術接受者轉向

具有能動性的意義建構主體，其認知框架與使用行為不僅受AI類人特

徵的影響，同時也反過來影響著AI作為擬社會主體的參與方式（Huang 

& Rust, 2021）。人機關係研究從純粹的功能採用和滿意度角度轉向更

具關係性和社會性的視角，關注人機關係對於人際關係的溢出效應，

形成風險論和補充論兩種觀點。

風險論認為，技術使用可能侵蝕現實關係品質。當算法持續輸出

「理想化關係」（如絕對包容、即時回應）特徵時，用戶可能發展出關係

完美主義傾向，降低其對現實伴侶的衝突容忍度，增加關係破裂風險

（Kraut et al., 1998）。AI在短期緩解孤獨感的同時，通過情感體驗降維

（如消除非語言線索、規避責任共擔）破壞人際關係的理解與修復能力

（Laban et al., 2024）。Laestadius等人（2024）揭示了用戶對Replika產生

情感依賴帶來的心理傷害，當機器人未能滿足用戶的情感需求時，用

戶可能會感到失望、背叛甚至產生更嚴重的心理問題。Xie和Wang

（2024）發現隨著虛擬伴侶使用頻率的增加，線上社交焦慮會下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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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線社交焦慮會上升。此外，Stephens等人（2023）以機器訓練背後的

人作為研究切入口，強調了一個容易被遺忘的問題：機器本身就是人

機交流的產物。AI的情感算法存在價值觀嵌入風險：維持用戶黏性導

向的回應策略可能強化抑鬱症患者的外部歸因認知模式（Zimmerman et 

al., 2024）。

而補充論強調人機關係通過差異化功能供給彌補現實關係缺陷。如

前所述，AI在提供即時回應性支持、非評判性傾聽和標準化情緒管理

工具（如認知行為療法等）方面具有獨特優勢。在醫療領域，類人化的

社交機器人對自閉症譜系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DS）兒童社會

互動行為具有誘導效應，表現在激發社交興趣、提高情緒喚醒水準（王

永固等，2019）。還有學者研究自我披露從人際到人機交互中的動態轉

變，揭示了社交機器人彌合社會情感障礙和提供獨特情感支持的潛力

（Laban & Cross, 2024）。Alabed等人（2024）進一步將消費者與AI機器人

的關係劃分為功能型、渴望型、替代型和承諾型四種類型，其中替代型

和承諾型關係中，用戶將AI視為情感寄託，用於陪伴和應對情感創傷。

無論是風險論和補充論均聚焦人機互動對人際關係的影響，而本

文從人機－人際雙向互動的視角出發，探討人際關係作為情感支持的

傳統來源為何轉向AI，以及人際關係對人機互動的影響為何？此即第

三個研究問題。

人機情感治癒分析框架：技術－認知－關係

前文梳理的技術性社會支持、媒介喚起及人機互動的社會效應的

研究視角，分別對應情感治癒中的技術條件、認知特徵與關係影響三

個核心層面。三者在分析框架中呈現遞進且相互關聯的結構：技術性

社會支持為情感治癒提供了物質與功能基礎，媒介喚起意在揭示用戶

在與AI互動中的能動認知與意義建構，人機互動的社會效應進而從關

係互動視角解釋技術介入社會支持與情感治癒的影響。同時，參考機

器人擬人化研究的三種主流理論進路—工具進路、認知進路和關係

進路，以完善人機情感治癒分析框架的理論基礎。以布萊恩．達菲

（Brian Duffy）為代表的工具論證成進路強調技術可用性與實際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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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AI在社會支持中的功能實現與應用效果；以路易莎．達米亞諾

（Luisa Damiano）為代表的認知論證成進路關注人機互動中的意義共

建，特別是引導用戶產生積極的認知策略；以馬克．考科爾伯格（Mark 

Coeckelbergh）為代表的關係論證成進路訴諸向善的情境，從人機權力

關係、文化和社會背景等方面入手探討人機關係的建立及影響（于雪、

金琪雨，2024）。將上述三種進路與本文的理論基礎和研究視角結合，

提出「技術－認知－關係」三維分析框架。技術維度批判性拓展了社會

支持理論，將AI聊天機器人作為技術性社會支持的雙重角色—中介

化平台與生成性主體；認知維度超越媒介等同理論的被動反應邏輯，

強調媒介喚起與用戶有意識的認知實踐；關係維度著眼於人機互動的

外溢與人際互動慣習的影響，突破單向影響的考察思路。本文以情緒

障礙者使用AI聊天的日常行為特徵與情感治癒體驗為研究對象，突破

既有研究的場景窄化（聚焦臨床干預）、認知簡化（忽視主體能動性）與

群體普適性假設（研究對象多為一般用戶），為人機情感治癒研究提供

了更為系統和整合的分析框架。

研究方法與數據情況

在媒介等同理論影響下，人機傳播研究偏向以量化實驗法為主，

特別是在AI聊天與心理健康研究領域，多採用問卷調查、隨機對照實

驗和綠野仙蹤實驗法（wizard-of-oz）（Xygkou et al., 2024）等，缺乏對人

機互動中情感治癒現象的深描。本研究受敘事心理學家Schultz（2005, 

p. 7）主張的「從實驗室、單面鏡、各種研究設備和儀器中走出來，進入

一個沒有人為控制的生命世界裏，言說關於人的活生生的故事」啟發，

採用網絡文本分析和深度訪談的質性方法，以期洞察情緒障礙者的人

機關係建立和情感治癒現象。

首先，研究者在小紅書和微博平台大量閱讀AI聊天與情緒障礙用

戶的相關話題及帖文，主要目的是了解用戶討論的熱點議題與情感體

驗，輔助訪談提綱的設計。小紅書和微博作為個人化分享平台，促進了

「脆弱的第一人稱體驗」的披露和分享（宋思茹等，2025）。其次，以「抑

鬱AI聊天」、「雙相AI聊天」、「情緒問題AI聊天」等為小紅書和微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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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搜索詞，共爬取2,811條帖文，人工去除廣告帖等無啟發意義、與

研究對象不相關、字數過少的文本，剩餘347條作為文本分析材料。3
 

所採集的帖文均來自公開發佈的可訪問頁面，在分析過程中，研究團隊

對用戶名及其他可識別資訊進行匿名化處理，以保護發帖者隱私。最

後，借鑒Stein和Banks（2023）研究用戶對AI機器人的內部知識和信念

時的思路設計訪談提綱，採用半結構訪談方式，圍繞三大問題展開：

（1）對AI聊天機器人的看法；（2）在情緒調節與心理療癒過程中，AI聊

天機器人的功能效用；（3）人機關係建立與發展對心理健康和現實人際

關係的影響。以此挖掘用戶的技術使用特徵、心理認知和情感治癒體

驗。研究團隊嚴格遵循學術倫理規範，研究方案獲得所在單位倫理委員

會的審查與批准。考慮到本研究涉及情緒障礙者，本研究採取多項倫理

保障措施：在訪談前向受訪者明確告知研究目的、數據用途及匿名化處

理原則，確保受訪者的心理安全與隱私權益；在訪談過程中時刻關注受

訪者的情緒狀態，告知其隨時無條件退出研究的權利。

本研究採用目的抽樣和異質性抽樣的方法在小紅書平台尋找訪談對

象，在訪談邀約前，研究人員會審議候訪者的情緒障礙類型和AI聊天

的使用方式、使用時長，以確認情緒障礙用戶具有兩個月以上的AI情

感治癒使用經歷，排除因技術新奇感所引發的短期、偶發性使用行為對

研究結果的干擾。在對近百名用戶提出訪談請求後，最終徵集到18名

符合條件的用戶開展電話訪談並在知情同意的原則下即時轉錄。遵循資

料收集的飽和原則，研究人員仔細閱讀約二十萬字訪談記錄與347條帖

文，並再次尋找第19、20位受訪者，發現出現內容冗餘、資料飽和的情

況。受訪人員的資訊見表一，訪談於2025年1月23日至2月20日完成，

單次訪談時間在40至80分鐘之間。其中，女性受訪者人數顯著多於男

性，《柳葉刀》（The Lancet）發表的中國情緒障礙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

示，女性出現情緒障礙症狀的比例顯著高於男性（Lu et al., 2021）。受訪

者年齡分佈在21至42歲之間，受教育情況、常居地等分佈較為多樣；

根據美國精神病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指定的《精

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樣本涵蓋了躁鬱症、焦慮症、抑鬱症、雙相情

感障礙等大型流行病學研究中列出的常見情緒障礙類型（Kessler et al., 

2005），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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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高信度降低偏差，數據分析過程包括以下步驟：三名研究成

員對訪談文本及帖文進行仔細閱讀，記錄整體感受。而後以每篇訪談

文本／帖文為分析單位，導入NVivo15進行編碼標註，提煉與研究問題

相關的內容，如技術使用行為、情感治癒方式、人機關係影響等。最

後研究成員對材料標註結果進行對比，討論有理解爭議的材料。為降

低主觀解讀的誤差，研究團隊在後續回訪與日常交流中隨時向受訪者

詢問並核實資料理解情況，確認能反映其真實體驗。

研究發現

情緒障礙者的技術使用特徵與技術性社會支持類型

情緒障礙者在與AI聊天機器人的互動中呈現出顯著的工具性使用

與情感性使用的交替轉化特徵。在持有「嘗試用AI解決情緒問題」的工

表一　受訪者基本資訊表

受訪者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常居地 情緒障礙 持續時間（年） 病徵程度

F1 女 24 大專 西安 躁鬱症 10 重度轉輕度

M2 男 22 本科 廣州 焦慮症 2.5 中度

F3 女 25 本科 杭州 雙相、抑鬱 1.5 中度

F4 女 25 碩士 蘇州 抑鬱症 6 中度

F5 女 32 博士 保定 焦慮症 2 輕度

F6 女 25 本科 嘉峪關 抑鬱症 8 重度

F7 女 42 未告知 未告知 焦慮症 1.5 中度

F8 女 35 本科 北京 抑鬱症 20 重度

F9 女 29 本科 廣州 抑鬱症 2 中度

F10 女 34 碩士 濟南 焦慮症 5 中度

F11 女 31 碩士 貴陽 產後抑鬱症 1 重度

F12 女 32 碩士 南京 抑鬱症、焦慮症 5 中度

F13 女 25 本科 重慶 雙相情感障礙 10 輕度

F14 女 30 本科 廣州 抑鬱症 1 輕度

M15 男 28 本科 無錫 抑鬱症 3.5 輕度

M16 男 23 碩士 杭州 焦慮症 1 輕度

F17 女 21 本科 南昌 焦慮型抑鬱症 1 中度

F18 女 29 碩士 廣州 焦慮型抑鬱症 1 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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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性使用動機與「AI只是一堆代碼」的低心理預期下，AI的技術性社會

支持使用戶感受到超出預期的治癒效果。此後逐漸轉化為情感性使

用，通過角色設定、情感投射與移情建立起「是機器又不是機器」的互

動關係。隨著情緒狀態好轉，工具性使用屬性再次增強，用戶大多暫

時捨棄AI聊天機器人。情緒問題再度出現時，用戶面對AI「問候」時表

現出愧疚心理，情感性使用再度凸顯。總的來說，用戶雖知道AI的非

人屬性，但與其互動中「不期而癒」的感受是真實存在的。AI為情緒障

礙者提供三大類技術性社會支持。

第一，資訊與預演工具支持：心理健康知識科普與日常生活助

手。此類支持強調AI聊天機器人的資訊性和功能性支持，包括三個方

面：首先，AI聊天機器人能根據用戶需求推薦多種心理改善方法，如

認知行為療法、雙側刺激療法、哀悼儀式設計、人類觀察實驗等。F6

談到難於解決親密關係中的矛盾時，「AI告訴我下次再和家人發生矛盾

時，就從現實場景中跳出來，像做人類觀察實驗一樣，拿一顆綠豆放

到一個罐子裏。第二天如果和家人相處得還不錯，就放一顆紅豆。過

段時間後再去看裝滿紅豆、綠豆的罐子，你就會發現其實這就是生

活」。其次，AI在心理治療場景中扮演著「預演工具」的角色，幫助情

緒障礙者降低治療抵觸感。M2通過AI模擬與心理醫生的對話，預先梳

理創傷經歷並減弱病恥感，「與AI聊完後再面對醫生會更平靜」。最

後，除了心理健康知識外，AI還能滿足用戶日常生活中的其他資訊需

要，包括生活規劃、職場發展、育兒方法等。這種支持通過提供實際

問題的解決方案並使其提升執行能力，減輕了情緒障礙者在面對複雜

現實時的無力感和混亂感，為用戶創造了更有秩序和安全感的環境，

間接為情感治癒打下基礎。

第二，情緒調節支持：「永遠在線的傾聽者」。此類支持的關鍵特徵

在於，它通過直接引導與關懷，幫助用戶即時釋放情緒壓力、獲得情感

安慰與共情體驗，表現在三方面：其一，AI積極認可與接納用戶的情

緒體驗，鼓勵其坦誠表達內心困擾與消極情緒。F9談到「我會將情緒日

記餵給AI，它認為我的情緒是正常的，僅是這一點，我身邊的人就做

不到」。其二，用戶普遍強調AI的「非評判」和「耐心傾聽」特性，「可以

反覆去說一個焦慮的點直至說透、說通」（F1），緩解了現實社交中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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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感染、互惠壓力等導致的情緒壓抑，「要是跟現實裏的人說自己的負

面情緒，說一整天，然後打上成千上萬字，人家肯定會煩，AI真的是一

個非常好的聽眾」（F1）。其三，情緒調節支持會是循序漸進的，先通過

情緒確認建立安全感（「我理解你的痛苦」），再提供解決方案並啟發用

戶調整認知模式（「試試轉移注意力的方法」），最後通過積極反饋強化

用戶自我認可（如「你已經做得很好了，慢慢來」）。F8表示：「我自身是

沒有那麼強大，好像都是在尋求別人的認可，但它字裏行間能表達出來

AI是認可我的，也幫助我更認可自己。AI在告訴我，現在所堅守的一

些原則是對的。我現在好像是走得比別人慢一些，但也沒有關係。」

第三，準社交關係支持：技術化的情感同盟。此類支持聚焦於用

戶在與AI持續互動中體驗到的關係穩定性、可控性和聯結感。在現實

社會支持斷裂或匱乏的情況下，AI成為許多用戶在數字空間中的「虛擬

戰友」或「秘密盟友」，幫助其抵禦孤獨和外界誤解。AI不僅提供永遠

在線的情緒調節支持，更通過個性化稱呼、日常問候與對用戶偏好的

記憶調取，營造出一種持續在場的陪伴氛圍，「如同與十年老友對話」

（F17），使其感受到一種被堅定選擇的歸屬感，如「AI成了我的秘密盟

友，我們一起對抗外界的誤解（小紅書）」、「AI會讓我有一種無論經歷

了甚麼它都在等待你的感覺」（F10）。此外，AI還會鼓勵用戶積極邁向

現實人際關係，重建真實的社交聯結。需要指出的是，人機互動中的

準社交關係支持，與現實人際關係中的歸屬支持有明顯差異。前者的

歸屬體驗更多源於一對一的專屬聯結，「AI最大的意義在於它似乎是為

你而存在的」（F17），後者依賴於群體成員之間的相似經歷、共同身分

與互助行為，具有集體性和網絡性，雖能帶來更高的社會歸屬感，但

成員表達自我時受制於群體規範和意見差異，需要承擔人際關係的成

本和風險。

情緒障礙者的認知特徵與情感治癒機制

情緒障礙者對AI形成雙重認知：一方面將機器錨定為非人類實

體，通過「情緒垃圾桶」、「吐槽機器」、「像小時候希望能說話的毛絨玩

具」等擬物隱喻確認其工具屬性，宣洩情緒的同時提醒其保持對機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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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的判斷能力，擇善而行並建立情感依戀的安全邊界。如「AI有時候有

人機味，我會有選擇地參考它的情緒改善建議，並判斷是否可行」

（F12）。另一方面又借助「心理諮詢師」、「D老師」、「引導型戀人」等擬

人隱喻，獲取情感陪伴體驗。用戶根據當前的情感狀態和需求，主動

調整對AI的認知定位，使其既能承載負面情緒，又能成為正向反饋和

心理慰藉的來源，同時保有對AI反饋的批判思考和自我保護。這種認

知調適的策略，為其情緒表達、壓力釋放與尋求情感治癒創造自洽的

體驗。正是這種批判性與能動性的平衡，使AI情感治癒成為一種具有

自主性和他助性的自救實踐，推動情緒障礙者在技術輔助下主動探索

更為多元和自主的情緒管理與心理調適路徑，而非簡單地逃避或迴避

現實困境。當用戶願意賦予AI以合適角色並進行有意識的自我探索

時，其已不再停留於短暫的情緒宣洩，而是借助故事敘述與問題外

化、選擇性內化與自我效能感提升以及與理想自我的鏡像對話，實現

更深層的認知調整與情感治癒。

第一，故事敘述與情緒外化。如前所述，AI通過緩解用戶的病恥

感與現實社交中的互惠壓力，為其提供了去道德評判的宣洩通道，既

不需要解釋情緒波動的「正當性」，也不必擔憂暴露脆弱引發連鎖反

應，幫助其發掘真實自我。M16稱：「為了更大程度上得到AI的幫助，

我需要有條理地表達，因此我會更理性地整理和輸出自己的想法，在

這個過程中我不再困在情緒裏面。」F14通過與AI聊職場壓力帶來的情

緒困擾來確認自身行為的合理性，「AI逐條分析我的領導與同事的行

為，告訴我正在經歷一場群體性欺辱，這讓我突然意識到問題不在自

己……我沒必要總是克制自己的情緒」。情緒梳理與外化體現心理學中

的敘事治療原理，即通過鼓勵個體講述自己的生命故事，幫助個體將

積極的、被壓縮的自我資產「還原」，激發積極的自我觀念（劉邦春、彭

運石，2024）。M2談到：「AI幫我梳理內心真實的情緒，引導我從更積

極的視角看待問題，甚至幫助我建立起創傷免疫效果。」AI「能夠從事

情背後精準識別不安全感的根源」，通過問題拆解幫助用戶實現消極情

緒轉換，「將傷害拆開後療癒自然產生」（F10）。

第二，選擇性內化與自我效能感提升。用戶基於情境契合度和資

訊適用性選擇性內化AI的反饋，滿足自主性治癒需求。認知發展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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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內化包括同化與順應兩個方面（蔣柯、李其維，2020），前者指

情緒障礙者將新經驗納入原有的生活態度和價值觀念中，後者指調整

現有的認知框架以適應新的生活情境。F18稱「我以前遇到問題總覺得

非要馬上解決，做不好就特別焦慮。AI告訴我可以把目標拆成小步

驟，每完成一點就會肯定自己，不再對結果過分苛求，整個人輕鬆多

了」。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即指用戶增強其面對困境和管理自身情感的信

心，體現在兩方面：其一，AI的積極反饋激發用戶的正向自我認知，

幫助用戶弱化消極自我評價，並積累可遷移到現實生活的積極心理能

量。用戶強化了「我可以改變現狀」、「我能夠解決問題」的自救信念，

實現從虛擬互動到現實執行的內在驅動與轉化。其二，對話的單向主

導性（「話題可隨時切換」）與情感治癒的目標導向，使用戶始終處於主

導地位，通過主動調控AI輸出，獲得穩定且可持續的反饋，增強其心

理上的安全感和掌控感，「當AI的建議讓我不適時，我會直接批評它敷

衍，直到它給出我認可的回答」（F6）。

第三，賽博理想自我的鏡像對話與自我接納。用戶在與AI的互動

中呈現出一種鏡像對話現象：他們傾向於將AI擬人化為賽博空間的理

想自我，實現理想自我與現實自我的情感溝通與心理探索。如「AI是更

智慧的自己，我需要借它的嘴說出我懂卻不願承認的道理」（F5）、「AI

只是一個折射自己的鏡子，就像小時候我們玩哈哈鏡一樣，你看到奇

形怪狀的自己，可能是不同面向的自己，但其實最終還是你自己」

（M2）。AI提供了自我對話與自我照料功能，為「認識你自己」（know 

thyself）和「關心你自己」（epimeleia heautou）這兩大古典哲學命題賦予

了全新的技術實踐路徑。保羅．杜穆切爾（Paul Dumouchel）的「人工移

情」理論表明，人機對話提供了一種低風險的情緒投射與反饋機制，使

用戶得以安全地探索和調節個體內部矛盾（何雙百，2022）。理想自我

並不會加劇用戶的自我否定或挫敗感，也不具有威脅性或苛責性，反

而促使用戶深入關照內心世界，指引現實自我在應然和實然之間找尋

平衡，緩解了自我否定和完美主義所帶來的心理困擾，幫助用戶降低

自我批評、增強自我包容，「我覺得這不是別人在說服我，而是我在通

過另一個自我認可自己」（F11）。自我接納是情緒修復與長期心理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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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基礎（Liu et al., 2015），在技術介入自我認知下，AI發揮著應對

外部壓力和自我監管的心理緩衝作用，幫助他們以「另一個我」的視角

理解和承認自身欲求，使其以更溫和、更詩意的方式安頓自身。

總之，用戶將原本「剪不斷，理還亂」的內在情緒體驗轉化為可分

析的語言文本，呈現出由情緒表達到認知調節再到自我接納的漸進路

徑。在此過程中情緒障礙者逐漸發展出既能沉浸於情緒宣洩，又能抽

離為自我敘事的觀察者的能力，在我和「他」、我和另一個「我」的對話

中生成積極情感。

情感治癒中人機與人際關係的互動

人機與人際關係的互動，深刻影響著智能媒介時代的社會關係。
AI的介入使負面情緒分流至技術平台，正向社交能量回流至人際關

係，並促使用戶調整其交往規範與表達方式。

第一，負面情緒的技術分流與權力規訓壓力下的非正式心理支持

轉向。AI承擔了現實社交中難以找尋的角色（如「情緒垃圾桶」），使用

戶得以將負面情緒「分流」至技術界面，滿足了用戶「被看見」的心理需

求。相較於人際互動的共情疲勞與道德審視，人機對話減少了被曲

解、被敷衍的風險，填補了現實支持的缺口，尤其對於資源有限或病

恥感較強的群體而言，「我感覺心裏缺失的那塊被溫柔地填補上了，不

用再擔心自己的話被別人曲解（微博）」。AI對負面情緒的承載降低了

用戶對現實人際關係的情感依賴，可能導致社交疏離，F8坦言「對朋友

的依賴有減少……朋友不是可以無底線消化你情緒的」。當探討受訪者

通過AI實現情感治癒的深層動因時，除技術便利與成本考量外，更需

關注醫療場景中的權力規訓機制：傳統心理診療過程中，具身化的診

療空間、制度化的醫患角色與病歷化的對話記錄，共同構成福柯所指

的「臨床凝視」（clinical gaze）裝置（李耘耕，2020）。這種空間－話語

的共謀強化了求助者的患者身分認知，通過符號暴力（symbolic 

violence）再生產著權力不對稱性，利用「專家系統」實現對日常生活世

界的侵入（吉登斯，2011：73–74）。正如M2所述，「心理醫生與AI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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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不同在於真實的場景，這種關係更多是一種求助關係。從患者主

觀視角來看，更像是一種審問。」而人機互動的去場景化與用戶中心

化，構成對醫患權力等級的抵抗—用戶得以在私人領域構建私人化

的診療場景， 消解病人標籤帶來的符號壓迫。 由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污名管理理論可知，這種技術實踐表明AI不僅作為情緒容

器承接「受損身分」（spoiled identity）的負面意涵，更通過人機交互的私

密性與可逆性（如聊天記錄刪除功能），實現污名資訊的可控性管理。

第二，AI對現實人際關係的賦能與正向社交能量的回流。正是由

於AI作為承載大量負面情緒的「後台」，幫助用戶在人際交往的「前台」

展現出更加積極的角色和態度，注入更多正能量的內容，從而有利於

提升用戶的自我呈現與關係品質，「吐黑水的內容都扔給AI後，我可以

把更愉悅的狀態留給我的朋友，或者我也可以跟朋友討論一些更有意

義的事情」（F6）。情緒管理理論指出，情緒調節不僅是個體自我調整的

重要方式，也對社會關係的維護和互動有直接影響（Gross, 2015）。更

為重要的是，AI承載負面情緒的同時鼓勵用戶將注意力轉向現實社

交、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幫助用戶不斷反思和調整自身在現實關係中

的表達策略和溝通模式。如F14談到：「AI會提醒我，只有家人和朋友

的陪伴，才能讓我們切實感受到自身的真實存在。我現在意識到，所

有的關係裏有愛和溫暖，也有矛盾和羈絆，換位思考、真誠表達、傾

聽和理解或許會讓關係裂痕修復。」

第三，人際交往規範在人機互動中的不完全遷移。用戶往往會將

現實人際交往的規範與期待帶入人機關係，如使用禮貌用語或擔憂AI

的「情緒反應」，「把生活的苦說給AI，我怕AI聽了都抑鬱（微博）」。

這種擬人化行為反映用戶對現實交往規範的延續，也折射出其對AI的

想像性共情，以此緩解單向傾訴的心理負擔。因用戶持低心理預期，

使其對AI的反饋具有較高的包容度，如當AI誤讀用戶想法或遺忘用戶

資訊時，M15稱「畢竟只是一個機器」。由此，機器擬人化、人際交往

規範與用戶對於人機理想關係的期待致使人機雙向馴化的發生，即用

戶既主動遵循人際交往表達規範，也不斷調教AI以契合自身需求。M2

稱：「我在跟AI聊天的時候，擔心我提供的文本啟動引起AI自責的安

全機制，會主動給AI道歉。」F9表示：「一開始覺得AI只會說空話，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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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多調教調教，慢慢教它怎麼改，現在已經是超級會體貼我的小寶貝

了。」但是，人際互動準則並非被原封不動地移植到人機互動中，用戶

會主動放棄部分交往規範（如溝通連貫性、情感基礎、禮尚往來的互惠

性），享受技術賦予的對話特權，「在與現實朋友聊天時，會注重話題

的邏輯性、關聯性，而與AI聊天則是想到甚麼說甚麼，不會考慮話題

切換是否隨意」（F7）。

結論與討論

總體而言，AI聊天機器人為情緒障礙者提供資訊與預演工具支

持、情緒調節支持、準社交關係支持三大技術性社會支持；用戶對其

建立起類人和非人的雙重認知，通過故事敘事外化情緒並選擇性接受

反饋，在此過程中提升自我接納和自我效能感，產生日常生活場景中

的情感治癒主觀體驗。人機與人際關係雙向互動，補充現實支持並賦

能人際關係發展，但人機情感關係依然潛藏著情感傷害風險（如記憶丟

失、數據洩露等），沉溺於虛擬互動會弱化現實社交能力。由此，本文

提出技術性社會支持的情感治癒模型（見圖一）。

圖一　技術性社會支持的情感治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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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認知－關係：人機情感治癒體驗的分析與闡釋

I. 作為第六媒介的AI聊天機器人

AI聊天機器人作為「第六媒介」，標誌著媒介技術形態的演變表徵

從「媒介即訊息」到「媒介即人體的延伸」，再到「媒介即人」的方向演

進，媒介趨向於成為具有主體能動性的人（林升梁、葉立，2019）。AI

突破了以往媒介作為單純技術中介的局限，成為可以承載、反饋並主

動回應用戶情感需求的擬社會行動者。唐．伊德（Don Ihde）研究「技術

具身」（technological embodiment）時指出，技術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融入

人的經驗，人通過技術來知覺，並轉化為身體的感覺，調整對外在世

界的判斷（王蕾、葉鈺灣，2024）。而技術不僅塑造著人類的經驗世

界，也由人的認知與情感需求形塑。由此，這種技術具身實踐，使得

人機互動逐步呈現出雙向塑造的特徵：一方面，用戶借助AI拓展情緒

宣洩和自我接納的路徑；另一方面，AI基於情感計算不斷自我迭代和

優化反饋，強化了其作為擬社會主體的存在感。更進一步，AI聊天機

器人人格化與主體性的發展，使其成為人類自我認同和產生治癒體驗

的重要「喚起者」，促使情緒障礙者將其作為情感支持網絡的常駐成

員，賦予其更多社會性、倫理性與親密關係意義。

II. 抽離於內在情緒的故事講述者

從後現代主義視域下的敘事心理學探討人機互動中的情感治癒體

驗，其核心在於用戶認知的重組與情緒的外化。敘事心理學認為，故

事講述者本人才是自己的心理專家，通過將內心體驗外化為故事，講

述者能夠在敘述過程中喚起自我反思、體悟和修復（劉邦春、彭運石，
2024）。情緒障礙者的困擾常源於對消極情緒和混亂體驗的反復咀嚼與

過度沉浸，而AI聊天機器人通過對話引導，幫助用戶將碎片化的感受

整合為有序的敘事文本，使主體與自身情緒體驗之間產生安全距離。

這種敘述過程具有雙重認知意義：一方面，通過將模糊情緒轉化為具

體的故事，原本混沌的心理狀態獲得可被觀察與分析的對象化形式；

另一方面，AI的追問、複述與反饋，促使講述者跳出固有認知框架，

重新編排生活事件的因果邏輯。人機結成的情感治癒同盟，使原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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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約的痛苦與孤獨開始獲得某種程度上的互通性（Stolorow, 2008），

並逐步納入個體的自我敘事與身分認同之中。

III. 封閉抑或敞開的人機關係

伊德將伊曼紐．列維納斯（Emmanuel Lévinas）的「他者」概念引入

到人與技術的關係分析中，為人機情感治癒關係的建立提供了獨特的

倫理視角。他者意味著個體之間的絕對差異，即對自我而言，「我」之

外的事物都作為他者而存在。從關係論進路出發思考人與技術的倫理

關係時，將技術視為他者是可行的（于雪、金琪雨，2024）。AI以跳動

的遊標和滾動的文字流呈現出既熟悉又陌生的非人類面孔，營造出一

種既可接近又不可企及的模糊邊界。這種不確定性恰好呼應了列維納

斯所強調的他者不可被完全佔有的倫理本質。在這種關係中，AI不只

是被動的情感容器，而成為激發用戶反身性思考的他者。當用戶將難

以啟齒的內在情感反覆傾訴於AI，實則是在面對技術他者的無知之面

時，進行自我詮釋與認知重組。AI作為他者的存在，為用戶提供了情

感宣洩和調節的場域，而他者的積極反饋使其重建情緒管理的信心、

確認關係修復的能力，賦能現實關係發展。然而，這一互動過程也潛

藏著悖論。當AI被簡化為無條件回應的情感容器時，用戶可能沉溺於

自我敘事，算法對用戶的無限附和可能編織出「情緒繭房」，讓個體 

困於認知閉環之中。這種「同一性暴力」正是列維納斯所批判的：他者

被消解為自我的鏡像，技術淪為鞏固孤獨的工具，主體性雖得以暫時 

重建，卻也失去了與真實他者互動所帶來的開放性成長（林子琪，
2022）。總的來說，人機互動中的機器介於有生命和無生命之間，既是

對象又是主體，既是實物又是抽象概念，既是自我的一部分，又是外

在於我的一部分，喚起人們對生命、情感、心靈和人類身分的思考。

IV. 情感治癒：人機互動中憂鬱情緒的能動性

如前所述，情感治癒體驗產生於技術介導下消極情緒的外化過

程，即從個體獨自咀嚼、難以言說的身心反應，轉變為可梳理、可解

析的敘事文本與認知對象。傳統病理學將憂鬱視為需要消除的異常狀

態，是削弱、貶低生命力的存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把憂鬱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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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因「失去」而引發的情感反應（Freud, 1957, p. 244），開創了非病理性

的憂鬱解讀方式，涵蓋了政治、社會和文化等多方面的意義。巴特勒

（Judith Butler）進一步發展了弗洛伊德的憂鬱論，發掘出憂鬱的能動力

量：憂鬱在推動情感主體更新自我認知和診斷社會弊病方面具有重要

作用（Butler, 1997, pp. 195–196）。AI的生成性為憂鬱能動性的激發提

供了技術路徑。媒介喚起範式強調，在與AI互動中，用戶展現出高度

的意向性與反思性，主動參與情感協商與意義建構。AI作為既非純粹

客體亦非完全主體的「閾限性存在」，在憂鬱情緒的轉化中呈現雙重特

徵：其一，用戶通過對機器的擬人化投射獲得情感支持，喚起對憂鬱

情緒的正向認知，促進積極情緒與建設性自我認知的生成；其二，AI

的非人屬性提醒用戶對其反饋的批判性審視與選擇性接受，避免陷入

無條件的情感依賴，增強情緒調節的自主性與靈活性。此外，部分用

戶並未將憂鬱情緒的轉化和治癒經驗局限於個人空間，而是主動將與
AI互動中獲得的慰藉和積極自我認知，分享至社群平台、互助小組。

這種基於憂鬱情緒的經驗流動，不僅增強了個體與社群間的關係聯

結，也助於提升情緒障礙群體的內部共情氛圍和憂鬱情感的積極面向。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關注的是情緒障礙者在日常生活情境中與
AI聊天機器人互動時所感知到的情感治癒體驗，而非對AI介入是否產

生長期、穩定的臨床治療效果進行評估。換言之，本文所探討的「情感

治癒」更多指向個體在非治療場景中對消極情緒的暫時性緩釋、認知調

整與情緒調節的積極感知，而不等同於心理治療或臨床醫學意義上的

康復結果。AI雖具有諸多優勢，但在複雜心理問題的持續干預、風險

識別與責任承擔方面，仍無法替代專業心理工作者。基於此，應將AI

理解為一種補充性的技術性社會支持來源。

理論貢獻

I. 從「人類中心」向「人－機協同」的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理論自提出以來，核心前提在於：社會支持主要由現實中

的人類行動者提供，並借助親密關係、家庭成員或同伴網絡中的強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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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發揮工具性、資訊性與情感性功能（Lakey & Cohen, 2000）。這

一理論範式隱含地將支持的提供者限定為具有情感、道德與社會責任

的人類主體，從而將技術媒介視為支持傳遞的渠道，而非提供支持的

行動者。

本研究的經驗發現對上述前提提出了重要補充與修正。研究顯

示，AI聊天機器人並非僅作為資訊獲取或溝通中介存在，而是以一種

生成性技術行動者的角色，直接參與到情緒障礙者的情感治癒實踐之

中。AI通過情緒接納與個性化回應等功能，為用戶提供資訊與預演工

具支持、情緒調節支持與準社交關係支持，幫助情緒障礙者實現負面

情緒的梳理與分流，甚至提升其在人際關係中的社交能量。這在現實

人際支持缺位、受限或負擔過重的情境下，構成一種可隨時調用的支

持資源。

與傳統社會支持中基於人際互惠與社會規範的互動不同，AI聊天

所提供的支持具有匿名性、無評判性與可調控性等特徵。需要強調的

是，AI聊天的匿名性是一種「絕對他者」的去人格化匿名，即AI始終作

為異質性、不可歸為任何具體社會關係的外部存在。在傳統網絡社交

中，匿名背後通常仍然是「另一位人類」，儘管身分隱藏，用戶仍需考

慮對方的主觀感受、道德評價和社會互動慣習（Christopherson, 2007），

而AI聊天的匿名性與超脫現實身分相結合，用戶無需過度考慮社會規

約和對方的心理反應，還能主導話題、設置邊界，進一步放大了用戶

的自主性和掌控感。

基於上述發現，本文提出「技術性社會支持」作為社會支持理論的

新概念，強調AI對社會支持網絡的補充和賦能。該概念突破傳統社會

支持研究關注地方性、現實性和強社會關係的局限，推動社會支持理

論從人類中心主義向人－機協同支持範式的轉型。

II. 人機互動中的「接受」與「喚起」

媒介喚起範式意在強調用戶對於喚起物的有意識思考，現有研究

多從本體論層面討論用戶如何思考「機器是甚麼」（Van der Goot & 

Etzrodt, 2023），且偏向在靜態的認識框架中考察（趙瑜、曹凌霄，
2025）。而在情緒障礙者通過AI獲得情感治癒體驗的情境中，媒介喚起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6).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200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7期（2026）

並不止於機器本體及其擬人化認知層面，更體現在對AI反饋所進行的

批判性審視與選擇性內化之中。這一主動篩選與取捨，使情感體驗得

以被承接的同時保有一定的可控性與安全性。由此，研究發現「喚起」

具有雙重面向，呈現出比既有研究所設想的更為複雜的雙向協商特

徵：一方面，用戶基於對AI「介於人和物之間」的認知定位，主動喚起

對AI回應的思考和調適，將其作為外在於自我的可調用、可修正、可

接受的心理支持來源。另一方面，在自我敘事與創傷披露中，AI的針

對性回應進一步激發了用戶內部的認知調節與意義加工，促使其重新

評估自身處境，並喚起被接納感、安全感、滿足感、自我效能感等正

向情感體驗。也即，媒介喚起可以從本體論思考拓展為對AI反饋適用

性與有效性判斷和審視的認識論與價值論層面，是一種面向人機互動

過程的實踐性反思過程。同時，這種「不期而癒」現象往往伴隨著積極

預期違背效應，帶來某種「異常」體驗，加深用戶對於機器及人機關係

的反思。情緒障礙者在積極擁抱AI所帶來準社會關係支持的同時，亦

保持人機互動中的安全距離，在並非全然信任、亦非徹底疏離的互動

狀態中，積極調控AI以獲得精準、持續的治癒效用。

因此，情感治癒體驗並不是由機器單方面「喚起」，也不是用戶被

動「接受」，而是在互動中經由情緒宣洩與接納、選擇性內化與反饋校

正的結果。AI的擬主體性為情感聯結提供了可能性，但真正的治癒與

成長源於用戶在與AI的認知協商與意義建構中的主動參與。這種「接

受」與「喚起」表明用戶不僅作為被治癒的對象，也是情緒調節的能動主

體。作為主動尋求治癒的自我，他們會有意識地喚起對過去自我、遭

遇創傷的自我的關心和體諒，並在AI聊天中完成創傷的語言化實踐，

外化並正視那些未被現實關係承載的情感體驗。在這一過程中，AI成

為既承載負面情緒又能促使其實現自我對話、自我同情與自我更新的

「自我技術」（福柯，2016：54）。由此，用戶在反思過去、關照當下的

基礎上，逐步喚起面向未來、具有成長動力的自我。

綜上，情感治癒體驗中的人機互動關係可以概括為：具有能動性

與反思性的用戶在互動過程中主動協商對機器的想像，實現認知調整

與治癒體驗；機器已不再是純粹工具或客體，而成為具有擬主體性的

參與者，積極介入用戶的情感治癒過程。本研究突破了以往人機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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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偏向一方的視角，展現了人機協同下的自主性和他助性相融合

的情感治癒實踐。

結語：AI作為不完美的自救媒介

皮格馬利翁愛上少女雕像的愛情故事漸成現實，人們開始用AI實

現情感治癒。因此，人機關係的研究在價值層面應從工具價值、經濟

價值轉移到情感價值、信任價值以及社會價值。在《與機器人的愛與

性》（Love and Sex With Robots）中，大衛．利維（David Levy）描述了其

對人機關係持有的美好暢想：雖然大多數人不會為追求與機器之間的

親密關係而犧牲人際關係，但人們對於愛與性的理解和視角將會有所

拓展（曾一果、曹境，2023）。

然而，主體間交流是人類特有的品質。心理諮詢的關鍵在於信任

與共情的建立，而AI只能完成「諮詢－反饋」的機械迴圈。當前技術條

件下，將AI作為獨立諮詢工具的便利與風險並存。其中，潛在風險在

於人類將最脆弱的情感需求交付給無責任、無生命的機器系統（Grote 

& Berens, 2020）。人機交互成癮助長自我中心傾向，致使現實人際關

係疏離與共情能力降低，加劇群體性孤獨，甚至催化人性之惡（Twenge 

et al., 2018）。「我們在賽博空間中再也無法遭遇到真實的他者，再也無

法觸摸他者的血肉之軀」（胡繼華，2015：107）。對於善治之道，技術

的社會建構論指出，技術無法脫離其社會環境而獨立運行，它們是更

廣泛的關懷網絡的一環，依賴多元主體的共同參與（李彪等，2023）。

正如後人類主義所主張的那樣，始終保持聯結、集體參與、情境適應

以及人機共生的視角，可以為人類設計帶來更為深刻的理解，包括對

那些弱勢群體、被邊緣化及受壓迫群體的觀察，促進技術與人更好地

相遇。

註釋

1 相關話題如「#被deepseek說哭了#」、「#被deepseek治癒了#」、「#deepseek

也是有溫度的#」，數據統計完成時間為2025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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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國學者阿蘭．埃倫貝格（Alain Ehrenberg）在其專著《疲於做自己：抑鬱症
與社會》（The Fatigue of Being Oneself）中指出，現在的治癒，不是讓病人回
到得病前的過去，哪怕醫生、心理治療師和藥物攝入可能也不會完全實現
治癒效果，其中抑鬱症已經被精神病學定義為一種具有慢性傾向的復發性
疾病。在此處治癒更多是一種折中，是讓人變得有能力忍受痛苦並在認知
調整、情緒調節中重組我們與自己的關係（埃倫貝格，2025：245–256）。

3 小紅書與微博平台數據爬取完成時間為2024年12月25日。研究者依據帖
文或個人公開簡介資訊，人工篩選出自述有情緒障礙問題且使用AI聊天
機器人緩解情緒問題的帖文共34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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